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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顧二十世紀日本學者探討〈中庸〉基礎性問題的代表性

論文，並結合日本漢學在二戰前後的發展歷史，可知〈中庸〉

等相關傳統經學研究在延續與深入近代日本漢學思考框架與研

究方法的同時，也已轉型為立足於文獻實證基礎之上、深入結

合社會歷史變動的思想概念發展的思想史研究。

〈中庸〉原是儒家經典《禮記》四十九篇之一。作為儒家

道德經典論說，〈中庸〉很早就為世人關注。《漢書．藝文志》

即有書名曰《中庸說》，或即為〈中庸〉之解說（亦有說謂即

〈中庸〉篇）。至南朝宋戴顒則有《禮記中庸傳》二卷，此則〈中

庸〉篇自《禮記》四十九篇中單行之肇始，其後梁武帝更有《中

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三書皆見於《隋書．

經籍志》而早佚。入唐則有李翱撰〈復性書〉，專論〈中庸〉

大義。至北宋時，學者益重此篇，范仲淹、胡瑗、司馬光、程

顥等學者皆為之注釋，後遂有朱熹賡續鴻業，撰定《中庸章

句》。朱熹將此篇與〈大學〉篇一併從《禮記》中抽出，與《論

語》、《孟子》並列，此即後世所尊崇之「四書」。

關於〈中庸〉之作者與成書，據《史記．孔子世家》「子

思作〈中庸〉」，相傳為戰國之際孔子之孫子思所作。此說為

一般學者所據信。不過，自宋代開始，對此說已有質疑。鄭樵

《六經奥論》即疑此篇鈔自《孟子》，朱子再傳弟子王柏則著

《訂古中庸》，將此篇分為〈中庸〉十一篇、〈誠明〉十一篇，

而以為後者與〈中庸〉無關（見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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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日本江戶時期學者伊藤仁齋接踵王柏之說，著《中庸發

揮》，以第一章為《樂經》之竄入，第二至第十五章為〈中庸〉

本文，第十六章則非子思之文、自此至第十九章為漢儒雜記；

第二十章以降為論誠之文，與〈中庸〉無涉。此後，大阪懷德

堂三宅石庵、中井竹山、中井履軒則謂第十六章當接第二十四

章下，是為錯簡。皆是先賢大儒含英咀華之後所發疑古之思。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則是二十世紀現代日本學

者〈中庸〉研究論文的譯文彙編。1 按照作品發表時間順序，最

早的刊行於 1940 年代，最晚的則下至 1990 年代。相關內容

討論則圍繞今本〈中庸〉的成書年代與篇章結構、內容主旨及

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思想史的定位等，而不涉及宋明理學相關論

述及在日本之傳播受容、對日本思想史之影響等。回顧這一現

代學術研究成果，從時間跨度而言承上啟下，繼承近代以來傳

統論述而有益於今日及將來推進相關研究；從地域範圍而言則

是漢語學界的他山之石，分析思考角度變化勢必導致考察結論

迥異。

一

按照最初刊行時間順序，本書所收錄的作者姓名及篇題依

次是 2：

1. 武內義雄〈易與中庸之研究〉（1943年）3

1	 本書所收除武內義雄〈易と中庸の研究〉一篇曾以單本書籍形式出
版之外，餘皆為單篇論文形式。

2	 相關文章實際刊行以及本書編譯之所據具體出版資訊，請參看單篇
譯文篇題下譯者說明。

3	 武內義雄一書雖然初版於 1943 年，但是〈中庸〉相關論述的基本

2. 津田左右吉〈漢儒的著述方式—剖析《禮記》諸篇〉

（中庸部分）（1940年）

3. 重澤俊郎〈子思學派〉（1949年）

4. 金谷治〈中與和〉（1951年）

5. 金谷治〈論中庸—其倫理的特徵〉（1953年）

6. 大濱皓〈中的思想—中庸與荀子所見〉（1954年）

7. 赤塚忠〈關於《中庸》「誠明」章〉（1961年）

8. 板野長八〈《中庸》篇的成書〉（1963年）

9. 赤塚忠〈《中庸》解說〉（1967年）

10. 島森哲男〈《中庸》篇的構成與其思想—尋求個體的

方式〉（1974年）

11. 木村英一〈中國哲學中的中庸思想〉（1979年）

1 2 .  金谷治〈心中之心—中國古代心理學說的展開〉

（1987年）

1 3 .  淺野裕一〈非受命聖人—《中庸》的編撰意圖〉

（1989年）

14. 金谷治〈《中庸》之成書〉（1998年）

關於明治時期以來一百四十年間日本學者的〈中庸〉思想

研究，臺灣大學佐藤將之教授曾有文，將其劃分為五個不同時

段：一、明治維新以降三十年（1867–1900），二、大正時期

內容已見於氏著《老子原始》（1926年出版）一書附錄「諸子考略」
之「子思子」中。《易と中庸の研究》一書則詳盡論述並補充了若

干內容。因之，此處置於津田左右吉文前。謹此說明。又，武內此

文曾收錄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一書，中冊之四書類，目錄改

題〈中庸考（一名子思子考）〉，原文徑作〈子思子考〉，1931 年
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近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北京國家圖書館出

版社等皆有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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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昭和初期（1900–1922），三、昭和前期（1922–1950），四、

昭和後期（1950–1998），五、1998 迄今（2011），並以「建

構體系」與「文獻解構」的描述進行回顧與總結。4 參考這一時

期劃分，則此處所收錄論著涵蓋上述第三、四兩個階段在內。

之所以在這一時間跨度範圍之內選擇上述相關討論，其根本原

因在於，這一時期開始，日本學者〈中庸〉的相關研究進入到

一個嶄新的階段。著人先鞭者即此處所收錄第一篇論著：京都

大學學者武內義雄的〈易與中庸之研究〉。這一鴻篇迥異於其

時日本學者傳統經學、儒學的〈中庸〉理解抑或藉助西方哲學

思想闡發〈中庸〉道德倫理價值的論述，而是立足實證主義的

文獻考證，考察〈中庸〉等四篇子思子著作及《易傳》等內容，

質疑與否定今本〈中庸〉為子思之著述的傳統說法，勾勒出子

思學派相關著作的思想發展歷程。自這一奠基性典範作品發軔

之後，日本學者開始了嶄新的〈中庸〉研究篇章。

武內〈易與中庸之研究〉一文於 1943年以同名書籍刊行，

詳盡闡述了其關於子思學派學術思想發展的完整理解。是篇分

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中庸〉及子思學派相關文獻，第

二部分討論作者認為與子思學派關係極為密切的《易傳》。基

於宋代學者王柏等人以及日本江戶時期學者伊藤仁齋等對於

〈中庸〉文本的理解與批判，武內將〈中庸〉分為新（以誠為

主題之後半，即〈中庸說〉）、舊（以中庸為主題之前半，〈中

庸〉原本）兩個部分，內部章節也相應做了調整。在此基礎之

上，武內考察傳統文獻目錄所記載的《子思子》內容—〈坊

4	 參看氏著：〈「建構體系」與「文獻解構」之間—近代日本學者之

〈中庸〉思想研究〉，收錄於《政大中文學報》第 16期（2011年），
頁 43–68。

記〉、〈表記〉、〈緇衣〉與〈中庸〉四篇文字內容與形式差異，

並結合前文所指出〈中庸〉新舊兩部分內容，揭示出子思學派

內部由〈中庸〉本書（戰國前期）到〈表記〉、〈緇衣〉、〈坊記〉

三篇（戰國末期、秦初），再到〈中庸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之

後）的思想發展歷程。同樣基於《易傳》相關文字內容與形式

考察，武內指出《易傳》從〈彖傳〉上下與〈象傳〉之〈小象

傳〉部分（與〈中庸〉舊本時代相前後、戰國前期）到〈繫辭傳〉

與〈心〉第一節（與〈中庸〉新本時代約同時代、秦始皇統一

前後），再到〈說卦傳〉、〈大象傳〉、〈序卦傳〉與〈雜卦傳〉

（時代最晚或有及至漢代者）的成書與思想發展歷程。他並認

為，《易傳》當是戰國末年由子思學派所編訂的文獻，思想上

與前揭《子思子》有相近之處。通過〈中庸〉與《易傳》的相

關考察而描繪出子思學派歷史發展，再從這一結論出發，武內

更發展出關於孔子之後儒學兩大派系的理解：即曾子／子思一

系，從精神層面繼承孔子理論，發展行仁道學說；子夏／子游

一系，從形式上繼承孔子學說，強調復禮。5

武內〈中庸〉研究基於中庸與誠的主題區別，提出今本〈中

庸〉新舊二分說，舊的部分蓋子思或相近時代作者所作，新的

部分則要遲至秦朝，從而否定了今本〈中庸〉為孔子之孫子思

著述的傳統論說。儘管今本〈中庸〉的編輯成書年代，此後研

究還有新的討論，但是今本〈中庸〉新舊二分說，則為此後眾

多學者逐漸接受。稍晚於武內的重澤俊郎以及武內的弟子金谷

5	 參看氏著《支那思想史》第三章，1936 年岩波書店出版。是書旋
即由汪馥泉譯介至中國，改題《中國哲學思想史》，由商務印書館

1939年出版。戰後改題《中國思想史》，近年或改題《中國哲學小
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 年）、《中國思想簡史》（北
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重新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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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與島森哲男等論述都立足於武內研究的延長線之上。戰後不

久，重澤〈子思學派〉一文即基於武內說這一學界共識（「學

界定論」），考察〈中庸〉新舊兩部分的中庸、孝道、誠等概

念，指出其論述對於儒家道德內容的抽象化概念發展。武內弟

子島森則稍異其說，提出今本〈中庸〉為三部分構成說，新舊

兩部分之間另有過渡部分文字。金谷治初承師說而作發揮，半

個世紀之後又撰〈《中庸》之成書〉一文反思武內之說，指出

新舊二分說界限並不清晰，相互呼應文字確實存在；遂從解構

整體轉向建構統一，認為全篇以天命之誠為中心構成整體，彙

編相關資料編纂而成。儘管結論認為今本〈中庸〉編纂於秦始

皇至漢文帝之間，並未遠逾秦漢之際成書之舊說，實際或已摒

棄乃師舊說，另立新論。

稍晚於武內此篇鴻文，早稻田大學學者津田左右吉在其

〈漢儒的著述方式〉（〈中庸〉部分）一文中，6 同樣徹底否定了

今本〈中庸〉為子思之著作的傳統觀點，認為其為不同短篇論

述彌合雜湊而成，具有漢代著述的明顯特徵。儘管津田質疑與

解構傳統的精神為後來學者所肯定與繼承發揚，甚至關於〈中

庸〉成書年代也與此後研究結論相近似，但是此文的論述則鮮

為學者們再度提及，或許這是因為津田反覆批判〈中庸〉篇中

上下文概念與思路錯亂，反而頗令人質疑其前見太甚或過於追

求己見，以至於並無實質建設性意義所致。

不同於武內的新舊二分說的學者，主要有赤塚忠、板野長

八與淺野裕一等三位學者共四篇文字。三人各自從不同的角度

出發，申論今本〈中庸〉為完整的篇章結構及其相關內容主旨。

6	 津田左右吉死後，生前論著結集為《津田左右吉全集》二十八卷，
別冊五卷，補卷二卷。著述宏富，影響深遠。

赤塚忠兩篇論述側重各有不同，一則是對於相關篇章解

釋，一則是對於〈中庸〉全篇的考察，然而主要學術觀點本質

相通，不妨合而觀之。前者〈關於《中庸》「誠明」章〉針對

新舊二分說認為中庸與誠當為兩部分主題內容核心思想，據此

二分今本〈中庸〉的基本觀點，則試圖闡明中庸與誠之間的關

係：即中庸與誠皆與道相關。誠如此，那麽強行以中庸、誠分

割今本〈中庸〉為兩部分當然也就無所據了。赤塚認為，〈中

庸〉所論述儒家道德思想，其普適性（普遍合宜屬性）乃在於

中庸，其形而上的形式表達與形而下的個體實踐相對立，〈中

庸〉誠明章撰述之目的即為化解這一矛盾。尋求從個體的人性

來理解這一普適性，這一人性即為〈中庸〉之誠。是以將形式

上的普適性與道德實踐中的自我自主自律二者相結合，而形成

儒家的道德實踐原論。〈中庸解說〉一文則基於上述以道貫穿

中庸與誠的觀點而廣為擴展，一方面從文獻目錄學角度質疑武

內以來對於《中庸說》一書的解讀，另一方面廣泛考察先秦時

期文獻與思想，檢討了相關「中」的系譜、道與道家之道、誠

之系譜與〈中庸〉之誠的意義，並對〈中庸〉全篇進行了重新

建構和解釋說明，同時也依據篇中相關文字討論了其成書年代

問題。結論認為〈中庸〉的編輯是秦代儒家對道家思想的吸收

與反駁，闡明自思孟學派與荀子學派以來儒家道德的著作。前

揭武內及其後學研究的觀察，著眼於〈中庸〉行文中的前後思

想內容差別，赤塚文章則是基於思想和哲學體系對於今本〈中

庸〉進行建構和闡述。二者立論不同，結論亦懸絕。板野長八

的〈中庸〉整體論詮釋則不同於此。雖然同樣是立足〈中庸〉

具體文本分析、並考察戰國至漢初相關文獻的思想發展，板野

論文〈中庸篇的成書〉則基於今本〈中庸〉來討論其中相關思

想形成發展及其與時代之間的關係，解釋戰國至漢初儒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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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展自身理論以適應從封建制向郡縣制轉型的時代需要，

並最終為政治政權所利用。這一長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

為〈中庸〉篇之概觀，結合具體文字訓詁與文本分析，探討全

篇結構；第二部分為〈中庸〉篇之位置，考察孟子、荀子，及

《孝經》、《呂氏春秋》、《易傳》、《荀子．樂論》與《禮記．

樂記》、《韓詩外傳》至《春秋繁露》與董仲舒（對策）的學術

思想史發展，明確〈中庸〉篇以歷史定位。在第二部分，板野

主要圍繞關於性的基本屬性、性與情之間關係、天人關係、同

類相引或感應的巫術性質與道德屬性的聖人君主理論、禮樂理

論—尤其對於樂的突出重視，以及人性內在化理論探討等命

題，辨明相關文獻之間論述差異，並結合政治、社會發展試圖

給予合理性解釋。板野文中，就戰國至秦漢之際儒道兩家思想

理論相互影響與發展有深入探討，並對眾多重要典籍進行了深

入細緻的考察與討論，幾近於斷代的思想史書寫。淺野裕一的

論文〈非受命聖人—中庸的編撰意圖〉寫作晚於上述兩篇文

字，而與此前論述又不相同。針對武內以來文獻解構與赤塚哲

學性建構論述，淺野在行文之初，旗幟鮮明地批判了二者在方

法論上都忽略了文本撰述意圖。基於近年出土的帛書〈五行〉

篇相關文字，淺野對於〈中庸〉中的重要概念「慎獨」重新進

行解讀；在此基礎之上，以〈中庸〉全篇的撰述意圖—調和

儒家以有德聖王君臨天下的歷史為依據、鼓吹德位相配理論與

孔子有德無位（即「未受命之聖人」）二者之間的矛盾—為

視角重新詮釋〈中庸〉。特別在此處附加說明的是，淺野並未

在最初發表的論文中表明其關於〈中庸〉成書年代的看法。然

而此後作者稍事修訂，將該文收錄至《孔子神話—作為宗教

的儒教之形成》第三章之中，則將〈中庸〉置於孟子之前，並

在〈中庸〉一節的最末明確指出「（〈中庸〉）或在孟子之前、

或與孟子同時成立」。7 結論無疑近於子思作〈中庸〉的傳統說

法。作為同一時代的學者，赤塚著眼通過論述中庸與誠兩個概

念之間的邏輯聯繫，構建起今本〈中庸〉哲學思想的一體性闡

釋；板野則從社會與思想互動的角度，將思想史與政治史、社

會史相結合，通過考察相關概念的歷史發展，詳細描繪出戰國

以來儒家基於不斷汲取其他派別思想而發展出戰國末期秦初的

〈中庸〉思想的軌跡。尤其是板野的這一社會思想史研究方法，8 

延續了二戰以前日本漢學研究中國哲學或思想與歷史中與社會

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9 也對戰後相關研究影響深遠。這些論述

7	 參看氏著：《孔子神話—宗教としての儒教の形成》（東京：岩

波書店，1997 年），頁 75。此後淺野對此說仍有申述，認為〈中
庸〉成書在戰國前期。參看〈新出土資料と諸子百家研究〉一文，

收錄於《中國研究集刊》別冊特集號（總 38 號〔2005 年〕），頁
65–114。

8	 板野長八在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人間観の展開》（東京：岩波書

店，1972 年）一書自序中，明確表達要嘗試尋求將「思想的發展
與相關政治、社會形勢以及思想家立場、態度相關聯」。板野出自

日本漢學兩大重鎮之一的東京大學。此文在其殁後，收錄其弟子所

編氏著《儒教成立史の研究》一書，並請其好友東京大學西嶋定生

作序。是可視為東京大學漢學研究代表。近年其弟子所編定另一本

文集《中國古代社會思想史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書名最得其研究方法之神髓。另一漢學重鎮的京都大學則有小島

祐馬強調從社會史、經濟史的角度考察中國思想發展。參看小島祐

馬：《中國思想史》（東京：創文社，1968 年）之〈序說：中国思
想史の意義ならびにその研究資料〉相關論說。

9	 社會學方法研究古代中國（思想）或以深受河上肇影響的京都大學
小島祐馬最為出名，而坂出祥伸則在〈我が国に於ける中国哲学

研究の回顧と展望（上）〉（《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 26 卷第 1 號
〔1977 年〕）一文中指出，遠藤隆吉（1874–1946）即已使用社會
學方法研究古代中國，乃小島祐馬等先驅者。町田三郎亦有類似叙

述。參看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49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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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不同層面促進相關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拓展，深化了思考本

身與研究對象的內涵。

與此同時，也不難發現，西方哲學與思想與東方儒家思想

的比較研究方法在日本漢學研究中更趨深入，10 而不再是簡單

的概念比附或生搬硬套。類似的論述也散見於金谷治這樣以文

獻考證著稱的學者的相關論述之中。如金谷治在〈論中庸—

其倫理的特徵〉一文中指出，中庸作為儒家的倫理學思想，始

終不離具象，具有鮮明實踐性特徵。這一論述顯然不是無的放

矢，蓋即以西方倫理學思想為討論背景；其〈中與和〉則認

為，本質上中與和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達，中經由理性自覺而

從和發展而來；相對於和作為直觀感性的概念，中則認識到對

立事物存在，更為理性。這些論述顯然也有別於傳統的字詞

訓釋。

東西方思想與哲學的比較研究，更為明顯的則見於大濱

皓與木村英一的相關〈中庸〉論述。有別於前揭諸文相對側重

文本批判、文獻研究的考察，大濱皓與木村英一的兩篇論文

轉向更具邏輯論理與思辨哲學特色討論。不同的是，前者立

足〈中庸〉文中基本概念之微觀考察，更側重勾勒出概念的變

化發展：通過與《荀子》相關概念之比較，以釐清思想內在的

邏輯性聯繫，確定〈中庸〉在思想史上之定位，邏輯論理的意

味濃厚。後者著眼於世界哲學或思想、宗教的宏觀比較，辨明

中國哲學或思想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庸〉篇所論中庸思想在

10	 漢學一詞在中、日文以及歷史語境之下意義分歧而有諸多指涉，本
文不擬深入，用《現代漢語詞典》中「外國人指研究中國的文化、

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一般性釋義。參看李慶《日本漢

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前言中第一部分討論。

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木村論文的宏觀視野實為日本漢學研究

所罕見。在〈中國哲學中的中庸思想〉一文中，木村認為，中

國哲學或思想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或側重科學的、外在的自然

哲學，或側重宗教的、神的哲學，而是通過良識試圖認識人的

哲學。作為尋求人之為人的哲學表達，中庸乃是仁的另一種表

述。這一思想所表明的是從現實中把握世界而非通過外在的對

象化，是人之為人的生存方式。

相關論文中所見二十世紀日本學者對於中國典籍的深度

思考和涉獵之寬度，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有參考意義的討論。如

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即中國有無西方意義上的「哲

學」，一直以來同樣也是日本學者所關心的問題。作為漢學家

的木村英一對此亦有相當自覺與反省，其文中指出：「有論者

認為，（作為中國人所特有的認識能力的）良識或實踐理性固

然遵循合理性而展開，其為合目的性亦即目的合理性，而非科

學的理論合理性，因此不堪冠以哲學之名。就此意義，不名之

為哲學而稱之為思想似更合宜。此處不拘於此，方便起見仍稱

為哲學。所謂『中國哲學』也是指這一意義而言。」由此可知

木村英一對於中國哲學本質的理解。11又如，考察〈中庸〉思想

11	 木村英一為小島祐馬弟子。小島祐馬對於中國有無西方意義上的哲
學問題，曾謂「西方的哲學概念，不等於哲學之為哲學的本質概

念」，而所謂的「哲學」概念，應該加入東方諸地區諸文化的主要

思考方式，加以新的定義（轉引自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三部第五

編第六章「哲學、思想史和宗教研究的主要學者」之「木村英一」

條，頁 191）。據此，可知此處木村英一的觀點與乃師相同。這一
論述更可以追溯至京都學派創始人狩野直喜，狩野即一再強調「中

國哲學」並非「西洋哲學」定義下的哲學，並以「中國哲學」統稱

中國傳統之經學、朱子學、宋明理學等學問。參看劉岳兵《日本近

代儒學研究》第五章「狩野直喜論」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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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所涉及荀子性論問題，大濱皓在文中，轉引竹岡八雄觀點

認為，荀子並非持簡單的性惡論，不僅每言性惡必有「其善者

僞也」之附文；12 又指出《荀子》他處文字也表明「性不過是

人格形成的素材而已」。據此言之，大濱皓所理解荀子性論當

是二元論。板野長八文中也有相關論述，否定荀子持性惡論之

說，更指出荀子性論與天人關係論之間的密切聯繫、與戰國之

際政治、社會轉型的密切聯繫，這些考察對於荀子性論的研究

與理解或不無裨益。13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土簡帛所載典籍與文

書不斷湧現。其中，1993 年在湖北省荆州郭店出土的戰國竹

簡典籍中有整理者題名為〈性自命出〉一篇，部分內容與〈中

庸〉文字相近，遂有中國學者根據考古研究對於出土墓葬、陪

葬品等綜合判斷，認為相關竹簡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晚而早於孟

子時代，屬於思孟學派文獻。據此重新討論〈中庸〉一篇的成

書年代及相關思孟學派思想，提出改寫早期中國思想史與學術

史之建議。此後上海博物館收購一批戰國竹簡，其中也有內容

與〈性自命出〉基本相同的〈性情論〉一篇。本書中的淺野裕

一教授即有相同的認識，基於這一出土竹簡年代認定，進行傳

世文獻之考察。此處〈中庸〉論文即為一例。14 相比之下，大

12	 據大濱皓所引，此說出自竹岡八雄〈性惡論の問題〉一文，《東洋
の文化と社會》（1953年）所收錄。

13	 日本學界對於荀子性論研究的總結與回顧，參看橋本敬司：〈明治
以降の『荀子』研究史—性說、天人論〉，《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

研究科論集》第 69卷特輯號（2009年）。
14	 淺野氏另有〈《中庸》「誠者天之道也」再考—以其與《五行》之

關係為中心〉一文，同樣基於出土文獻以解讀〈中庸〉內容，中

譯文見《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四期（談仁譯，2017 年）頁 137–
158。收錄於氏著：《消えた轍—古代中国の面影》（京都：朋友書

多日本學者之理解則有別於此。池田知久、金谷治等學者或認

為〈性自命出〉（包括上博簡〈性情論〉）的成書年代當在戰國

末期，15 或認為其與〈中庸〉思想雖有相近而其主旨則有別。16 

日本學者對於傳世與出土文獻研究的審慎態度，可見一斑。17 

相關學術研究與討論還在逐步展開之中，一時不易遽定是非。

因其相關論說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而逾出此處時間跨度，容俟異

日再作彙編整理，呈諸讀者。

二

二十世紀以來的日本學界作為世界漢學領域研究之翹楚，

在相關領域引領風騷，飲譽至今。相關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值得

包括漢語圈在內的學界同仁認真面對，汲取精華。本書〈中庸〉

之相關研究即為例證之一。與此同時，作為曾經深陷變革與動

蕩、乃至戰爭之中的東亞諸國、地區的當代學者們，撫今追昔

店，2020年），筆者未見。
15	 參看氏著：〈郭店楚簡中〈性自命出〉篇中的「道之四術」〉，收錄
於曹峰譯：《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6	 參看金谷治：〈楚簡「性自命出」篇の考察〉，《日本學士院紀要》
第 59卷第 1號（2004年），頁 65–114。

17	 此處可以末永高康〈《禮記．中庸》の誠について〉一文為例。末
永從武內義雄今本〈中庸〉二分說，結合出土文獻〈五行〉、〈性自

命出〉等內容考察指出，〈中庸〉新本不少內容蓋出自子思，但其

著述體例與〈中庸〉舊本、〈緇衣〉、〈坊記〉、〈表記〉三篇迥異，

是難視其為子思所作，蓋出自其後學之手而在《孟子》之後。混合

新舊本為今本〈中庸〉的形式其可能性仍以秦漢之際為最。其文收

錄於小南一郎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中國の禮

制と禮學》（京都：朋友書店，2001年）；後收錄於氏著：《性善說
の誕生—先秦儒家思想史の一斷面》（東京：創文社，2015 年）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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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對於二十世紀日本漢學的理解，也不能僅僅關注其作為

表象的學術成果，或許還需要做更多深層與全面的觀察。所

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

子．萬章下》），蓋即此旨。因此，下文在大致勾勒二戰前後

日本漢學脈絡的基礎上，以本書之儒家經典文獻相關研究為中

心，考察其研究思考框架與研究方法之發展與延續。試論之

如下。

對於近代以來的日本漢學研究，一般以二戰戰敗作為標

誌，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戰前的日本漢學研究主觀或客觀

上服務於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東亞侵略戰爭，是所謂「御用

學術」；戰後的日本中國研究則與之決裂，反省蛻變再重新起

步。這一劃分著眼於二戰前後日本漢學與政治之間聯繫、研究

宗旨之區別，固然有理；然而若從日本漢學戰前戰後內在邏輯

言之，或有可商。回顧百餘年來的日本漢學，其肇始當推東京

大學和京都大學兩個漢學重鎮的建立，其主要流派也以東京與

京都為各自中心。18 其學術起點則是德國蘭克史學實證主義的

接受與化用，日本傳統漢學遂得以改良，這一過程依次體現

在東洋史（中國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最後則是經

學史。19

18	 嚴紹璗認為日本戰前「中國學」研究主要流派有以東京帝國大學為
中心的「新儒家學派」、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實證學派」以及

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等人為首的「疑古學派」三派。關於嚴氏學

派定名之商榷，參看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相關討論。嚴說

見氏著《日本中國學史》及《日本中國學史稿》相關章節，前者係

季羨林等主編《東方文化叢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之一，後者係閻純德等主編《列國漢學史書系》（北京：學苑出版

社，2009 年）之一。
19	 參看金培懿：〈捐棄舊名，汰換故技，化成新學—戰後日本經學

最先著手近代漢學研究的，是以服部宇之吉等為首的東

京大學漢學研究。東大漢學積極綜合運用西洋哲學、歷史學、

社會學等觀念和方法系統改造傳統漢學、儒學；服部關於儒學

的闡釋、對於孔子教的提倡，都有著明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傾

向，秉承明治以來國家「忠君愛國」的儒教意識形態，是服務

於國家的官學形態。前揭佐藤將之論文中指出，明治維新之後

至 1920 年代的日本〈中庸〉論著，多以傳統漢學訓釋或東西

比較哲學式論述讚頌〈中庸〉所見儒家倫理道德，即是此旨。

不滿於這一衞道主義立場，遂有白鳥庫吉與津田左右吉等「批

判」型與京都大學「考證」式漢學研究。這一立場變化即實證

主義研究在漢學領域的運用及深入。作為實證主義的東洋史學

者，津田繼承乃師白鳥庫吉的「疑古主義」文化觀念以及「文

本批判」的文獻學方法，將其移用至中國古典文獻考察。雖然

與服部等同為近代（西方）學術的產物，津田則批評前者缺乏

客觀、無批判地以傳統或西方哲學方式闡釋與宣揚儒家道德，

明言要以「現代意義」進行「（中國相關）學問研究」。20 津田

受乃師及蘭克史學影響，盡棄傳統漢學者與中國思想研究者多

依賴典籍解釋或傳統訓詁注釋方法，而轉向從典籍書寫者的階

級屬性、心理層面來考察中國思想與文化，因而批判儒家學者

因功利主義、追逐名利而缺乏純粹的治學之志，遂致其對中國

文化、思想評價過低，也對儒家文獻批判有失允當。前揭津田

的〈中庸〉闡釋文字中所見其解構性論述正當作此觀。

研究法之摸索發展與走向〉相關叙述，《東方學報》（京都）第 93
冊（2018年），頁 156。

20	 津田左右吉的漢學研究，可參看前揭村山文。又中文研究參看劉
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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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不滿於比較哲學式或情感式傳統漢學理解與闡述，稍

後成立的京都大學文學部為對抗東京大學，以狩野直喜為首，

確立起「京都支那學」發展格局，旨在對中國古典進行歷史

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第三者的立場」的研究。狩野本人

思想相對守舊，政治主張保守，學術傳承多於創新。其方法論

研究十分重視實證主義研究的考證，此或與其在東京大學所接

受學術訓練不無關係。稍後，京都大學「支那學」的中堅學者

小島祐馬、本田成之、21 武內義雄等人無不親炙之。22 武內義雄

的〈中庸〉研究即是以文獻學考證立論。武內弟子金谷治的文

獻學考證也可見影響所及。

實證主義研究理念，對於京都大學「支那學」或對於前

揭白鳥、津田等人而言，並無不同；二者區別在於：白鳥、津

田多疑、多否定、多解構，而京都大學「支那學」重在立、重

肯定、重在建構—對中國古代或古典世界的理想建構，這與

「支那學」的另一研究方法有莫大關係。

考證學方法之外，京都大學「支那學」眾學者更受到另一

位「京都支那學」巨擘內藤湖南的研究方法論影響。內藤年輕

21	 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東京弘文堂 1927 年刊行，1929 年
再版，1940 年更重刷至第四版，在日本戰前流傳極廣。孫俍工中
譯本改題《中國經學史》，由中華書局 1934 年出版，次年再版，
近年大陸還有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年，灕江出版社 2013
年）重新刊印。

22	 以上京都大學「支那學」論述參看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第
五章「狩野直喜論：中國古典解釋學的現代復興」。又見其〈論「京

都支那學」的開創者—狩野直喜的思想與性格〉一文，收錄於韓

東育主編：《本體的解構與重建—對日本思想史的新詮釋》（上

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

時，即接觸江戶時期佛教學者富永仲基之學，此後遂在清朝考

證學之外，更將其「加上法」—後來思想學說在既有思想學

說的基礎之上再做疊加—的思想史方法，移用至東洋史（中

國史）研究。受到內藤湖南之影響，武內義雄乃有將考證學與

富永仲基研究法加以結合的想法。武內在昭和十四年（1939）

題為〈關於富永仲基〉的演講中即明言：「那時（聽到內藤湖

南介紹富永仲基）多少感到了考證學的危機。覺得那樣做精細

的考據是難以開掘出更大的學術路子的。那麽，若將仲基的研

究法和考證學折中起來，我覺得這可以給至今為止難以發展的

研究投入新的曙光的。」23 不僅如此，武內退休之後，應後學

之請撰作《支那學研究法》一書，闡述中國古典研究方法，除

了強調基本文獻學研究的文字訓詁、目錄、版本、校讎、輯佚

等方法之外，還特地提及富永仲基的這一「加上法」，可見其

受到內藤湖南影響之深。24 其在〈易與中庸之研究〉一文中對

於子思學派思想發展歷程的論述，不難發現考證法之外於「加

上法」的運用。考證作為方法，其討論的對象大多是局部或細

節性知識；於更為宏觀知識體系建構而言，「加上法」則作用

更為重要，意義更為重大。正因此，子安宣邦指出：「這種對

仲基的再發現，同時也宣告了與近代日本盛行的『西學』相對

23	 武內義雄之受到內藤湖南影響，參看子安宣邦〈近代知識與中國
觀〉一文中關於武內義雄相關論述，收錄於氏著，趙京華譯：《東

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引文見頁 180。

24	 中嶋隆藏在〈金谷治先生の治学方法〉一文中，指出金谷治繼承武
內義雄所提倡「加上法」，並以金谷《管子の研究》為例，可見其

學系之傳承。中嶋文收錄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4卷第 1
期（2007年），頁 16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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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支那學』的成立」。25 不過，這一志在所謂客觀、科學、

純學術的京都學派，實際也未能倖免於戰爭意識形態污染。內

藤湖南的東洋文化中心轉移說，即中國文明衰退、文化中心東

移日本，以及小島祐馬中國思想史研究論述中漢代以降中國思

想停滯論，實則都成為落後保守的中國應該接受日本征服與引

領的邏輯論據。

戰後日本漢學界對於戰前的御用學術進行了反省與決裂。

日本漢學隨之開始側重現代中國、中國革命等研究。與之相對

的是，中國古典與儒學相關研究則逐漸式微，本書所收錄〈中

庸〉研究論文數量在 1960 年代之後急劇減少，某種程度上即

戰後學術轉向的直接體現。同時，戰爭前後，學界外部的日本

政治體制變化也影響至日本漢學研究：其問題意識、研究宗

旨等都明確區別於戰前，一變為在東西方冷戰衝突背景之下： 

「努力從亞洲歷史脈絡出發觀察中國或通過中國革命重新思考

亞洲現代性問題」、「以反思西方現代性和追尋亞洲殖民地的真

正解放為目標」。26

不過，斷裂與巨變的表象背後，依舊可見的是批判繼承之

下的延續。27 這一延續性或可從漢學研究的基本思考框架與研

25	 子安宣邦：〈近代知識與中國觀〉，《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

判》，頁 183。
26	 趙京華語，參看其〈在東西兩洋間重述「中國」—近代日本的東

洋學╱中國學〉一文，收錄於《文化縱橫》2017年第 2期。
27	 子安宣邦曾將近代日本進入歐洲中心的「世界史」歷程，劃分為三
個時期，分別以 1850 年、1930 年、1980 年為轉捩點，指出 1945
年是「一個應該轉折卻沒能很好實現其轉折」的時期。可為此處所

論之參考。參看氏著〈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一文，

《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頁 85。亦見同書〈「世界史」與
亞洲、日本〉一文相關論述。

究方法兩方面得以印證。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近代漢學之中史學、文學與哲學學科的

確立，成為與西洋學、日本學相並列的新興教育體制學科，由

此開始，構建起西洋（歐洲）與反西洋╱東洋（亞洲）的二元

思考框架，而位於非西洋╱東洋（亞洲）的日本則有著近代西

洋（歐洲）的社會制度、文明屬性與迥別於古代「專制」、「停

滯」的東洋。28 這一思考框架與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亞洲殖民擴

張的邏輯正相同步，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思想為核心）東洋

（文明）研究則具有雙重意涵：一則以此為核心對抗西洋，再

則作為東洋（亞洲）與日本之間的紐帶。日本傳統漢學對於傳

統儒家文明的正面闡揚，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轉移論的曲折詮

釋，其深層所指即當作此觀。津田左右吉的國民主義的近代日

本世界，則在排斥與拒絕中國思想的同時，接受西洋文明並堅

信其普遍屬性；29 其漢學研究因緣於此，是以就其思考框架實

質並未突破東洋與西洋二元論模式。戰後的日本漢學基本立場

與學術傾向發生了根本改觀，效法西方高校重新建立了相關地

域研究。不過，其東洋史（中國史為中心）論述框架或依舊在

28	 子安宣邦指出，日本近代「支那學」的理論基礎與認識構架的關鍵
因素乃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中「停滯的帝國」這一中國觀，是以實質

上與帝國日本殖民主義的東亞戰略同步。參看氏著：〈黑格爾「東

洋」概念的緊箍咒〉一文，收錄於《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

判》，又可參看趙京華：《日本後現代與知識左翼》（北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第三章「思想史和文化研究視野
下的日本與東亞」相關論述。

29	 參看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津田

左右吉と內藤湖南〉第一部分津田左右吉相關論述，頁 47，收錄
於氏著：《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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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東洋的二元模式之中，30 中國思想、哲學研究也與之同

調。前揭〈中庸〉相關論文中，無論哲學性論述中尋找中國「哲

學」或「思想」定位（木村英一），抑或有別於西方的實踐性

倫理性思想闡述（金谷治），無不是這一思考框架之下的具體

展示，實是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戰前戰後這一思考

框架都有別於歐洲中心主義論調，超越狹隘民族主義論述，其

正面意義與價值或不容徹底抹殺。

思考框架之外，戰後日本漢學很大程度上也承繼了戰前的

具體研究方法。就傳統經學研究而言，可從實證主義與社會科

學研究方法兩方面加以印證。

至戰後，日本漢學研究的實證主義研究更為加強，更強調

客觀化、科學化，使得戰前研究方法相當程度上得以繼承乃至

深化。相對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之後，日本漢學也於戰前文

獻考證研究方法有所推陳出新。實證主義考證的研究方法，自

戰前以來即是日本學者最稱著者。舉凡相關中國研究大多立論

言無虛發，信而有據。至於〈中庸〉等中國哲學、思想研究方

面，戰後的五六十年代更加以有意識方法總結，從而逐漸發展

30	 此處可以戰後東京大學西嶋定生與京都大學宮崎市定的東亞史研究
為例。前者，受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影響，西嶋定生揭示出在古代

世界帝國（共性）之中的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冊封體制為特徵

的東亞史（個性）叙述框架。就其實，仍籠罩在黑格爾歷史哲學—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這一西洋（歐洲）╱東洋（亞州）二元模式的視

野之下，觀察東亞與中國。後者，宮崎市定明確提出東亞╱西亞╱

歐洲三個世界的東洋史（中國史）論述架構。內容有所擴充、結構

也有所突破，而西洋╱亞洲（東亞 +西亞）的二元論思考模式的痕
跡依舊可循。關於近代以來日本史學研究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相關思

考框架，參看黃東蘭：〈作為隱喻的空間—日本史學研究中的「東

洋」、「東亞」與「東部歐亞」概念〉，《學術月刊》2019年第 2期。

與形成嶄新的「文本整理」與「文本批判」方法。前者指搜集

古代典籍中的重複言說、論說，加以比較檢討，訂正今本錯訛

脫漏；在此基礎之上，從思想史角度出發，加以再比較研究，

考察相關思想或書籍的原初樣態。而為推進這一「文本整理」，

勢必需要對前者的文本加以比較，同時必須邏輯地思考文本接

續之間「內在意義」、文章結構等，以疏通文本內在邏輯的理

論脈絡—即後者所謂「文本批判」。31 以本書所收錄〈中庸〉

相關研究為例，金谷治、板野長八、赤塚忠等論文在考察相關

「中」、「中庸」、「誠」的概念時，對於相關思想考察無不立足

文獻以追溯語源，訓詁比義，思考其邏輯發展，從而實現「對

核心概念語彙意涵的歷史性衍義變遷史」研究。32

細繹這一戰後中國哲學、思想研究的方法論，不難發現其

立足實證主義文獻研究而歸結為思想史研究之性質。若對比戰

前以考證學著稱的京都大學「支那學」傳統經學研究，則其間

的傳承亦一望可知。內藤湖南在其名篇〈尚書編次考〉中謂：

「實際上批評先秦古書的方法，與其去追溯古書中的事實，不

如去尋找引起事實變化的根本思想的變化，除此之外別無他

法。」33 此即清晰表明，其闡釋儒家經典並非關注經典古書中

記載史事（東洋史、中國史研究內容），而是考察其所記載史

31	 參看前揭金培懿論文，頁 129–130。
32	 參看前揭金培懿論文，頁 126。
33	 此文初見《支那學》第 1期第 7號，後改名〈尚書稽疑〉，收錄於
氏著《研幾小錄》，又曾改名以《支那學叢考》出版。見於江俠菴

編譯：《先秦經籍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此處參考子
安宣邦〈近代知識與中國觀—「支那學」的成立〉一文中趙京華

譯文，文字與前者略有不同，收入氏著：《東亞論—日本現代思

想批判》，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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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化）相關之思想（及變化）。歸根結底就是思想的變化

歷史考察，即思想史。易言之，戰後日本漢學傳統經學研究承

繼戰前實證主義文獻研究方法，而加以昇華，內涵更為豐富，

思想史研究性質也更為明確。

此外，戰後日本中國學研究還延續了戰前社會科學研究

方法。伴隨近代以來西方學術引進，社會科學方法即引入至傳

統漢學研究。服部宇之吉曾運用社會學、倫理學等詮釋儒家經

典，34 京都大學「支那學」則有小島祐馬等提倡「社會科學的

立場」。35 及至戰後，隨著「社會發展史學派」與「社會科學學

派」的盛行，尤其前者主張「超越儒學的範圍，而將哲學、歷

史、文學與其他廣泛的文化現象、經濟現象聯繫起來考察」，36 

使得社會與思想的結合研究更為深化與普及。進入 1960 年代

後，傳統儒家經典研究經歷過戰後調整，舊有的「經學式」研

究已過渡、轉型及打破經學中經書、注疏的藩籬，注重從外

部歷史、社會、政治、制度、民俗、宗教等視角加以客觀、

科學、有機地考察。37 京都大學池田秀三更具體指出，（戰後）

日本的經學研究，就是經學的思想史研究：「凡是經學的思想

34	 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稿》第十八章「戰後日本中國學的基本態勢」
相關論述。

35	 小島祐馬相關學術研究特點參看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第三
章「小島祐馬論：『共同社會』—大同理想的再興」。

36	 此處學派及相關說明參看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稿》第十八章「戰
後日本中國學的基本態勢」，頁 453闡述。需要指出的是，二者作
為日本漢學研究方法戰前皆已有之。子安宣邦即指出，昭和初期

（1930–40年代）為「東亞新秩序」的帝國主義戰爭之需，包括「馬
克思主義學派的中國、亞洲社會科學分析家們」都被動員起來參與

其中。參看氏著〈昭和日本與「東亞」概念〉相關論述，收錄於《東

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

37	 參看前揭金培懿論文，頁 126。

（史）研究，大多都是圍繞著政治、社會思想的層面。」38 正是

此說絕好印證。本書中所收錄板野長八的〈中庸〉研究即明顯

體現出這一社會思想史研究方法。即使是以考證見長的金谷

治、島森哲男等考察〈中庸〉文字，也不難窺見將思想與社會

發展相結合的嘗試。

結言之，戰後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國古典文獻與儒家典

籍等研究，其思考框架與具體研究方法等在批判繼承、深入發

展之中，與戰前漢學研究有著密切聯繫。中國傳統經學研究也

在這一過程之中成為基於客觀文獻考證立場而形成具體的「文

本整理」與「文本批判」方法，並結合政治與社會思想層面研

究的客觀、科學的思想史研究。與此同時，〈中庸〉等中國傳

統經學研究有其實，卻不再有其名，成為綜合性的思想史研

究，這一研究態勢一直延續至今。

本書旨在將二十世紀日本學者〈中庸〉相關研究的重要成

果介紹給廣大漢語圈讀者。以上略就本書所收錄論文的內容與

特點、以及相關日本漢學、中國研究發展背景等略作說明。更

願讀者展閱原文，窺其討繹之究竟。若能為相關研究提供一二

參考，則欣慰之極。

補記：

本論文集中原預定收錄的論文：大濱皓〈中的思想—中

庸與荀子所見〉（1954 年）與木村英一〈中國哲學中的中庸思

38	 池田秀三，石立善譯：〈經學在中國思想裡的意義〉，收錄於彭林
主編：《中國經學》第十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後收錄於童嶺編：《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上海：中西書

局，2017年）。此處引文據後書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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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1979 年）兩篇，因相關版權問題，最終不得不放棄，相

關內容與學術史意義介紹請參看本文所述。

除此之外，本論文集另收錄了金谷治〈心中之心—中國

古代心理學說的展開〉（1987年）一文，此處一併略加說明。

該文中，作者主要圍繞僅見於《管子》一書的「心中之心」

概念，深入討論前後兩個不同「心」所對應的內涵，並對比孟

荀、老莊等儒道兩家相關論述，考察兩處「心」的不同繼承、

發展與融合。文末特別就「心中之心」與〈中庸〉所見「誠」

的概念加以比較，說明二者之相類似屬性。乍看之下，本文主

題是道家《管子．心術》與〈內業〉篇中所見「心中之心」議

題，似與本論文集〈中庸〉相去甚遠；實則從另一個角度—

通過先秦思想史中「心」的概念的完整發展討論，勾勒出道儒

兩家相互獨立又交融的思想世界—對於作者關於〈中庸〉成

書年代、主旨思想等進行申論。是以，本文正可與本論文集中

所收錄作者討論〈中庸〉的三篇論文相互參照。筆者以為，該

文完整體現了金谷氏關於《管子》、〈中庸〉研究的學術史與思

想史整體性論述（本文與作者相關《管子》研究均書於作者退

官之後）：二者不僅在成書年代接近，同時也展現出戰國之末

至秦漢之際各派學術思想融合的趨勢，雖然依然可見各自主體

性思想傾向。一定程度上，本文可以作為金谷氏對於《管子》、

〈中庸〉相關討論的大成之作，也是作者以小見大討論先秦儒

道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大成之作，不啻為二十世紀日本學者基於

傳世文獻對於相關議題研究的大成之作。正是基於近一個世紀

的不斷深入考察，日本學者構建起基於傳世文獻的完整先秦思

想史與學術史譜系。然而，或許同樣也正因此，導致了二十世

紀末至新世紀初期，日本學界對於相關新出土文獻的抗拒、質

疑乃至否定態度。同樣以金谷氏為例。作者晚年曾有與〈中

庸〉相關的另一篇大作〈楚簡「性自命出」篇の考察〉（收錄

於《日本學士院紀要》第 59 卷第 1 號〔2004 年〕，本論文集

未收錄）。文中，作者對新出土〈性自命出〉篇與傳世〈中庸〉

篇進行了細緻對比考察，明確否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繫。

據此，本論文集特意收錄該篇論文，謹供讀者參考。

附：譯文格式、校注等等一仍日文原文格式，未作變更。


